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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从生命周期的角度估算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民工的收支，分析了

影响这类民工进城定居或回乡的若干重要因素，同时分析了民工决策对民工供给

的影响。本文指出：第一，年收入、预期工作年限与房价是影响民工家庭进城定

居的主要因素；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民工家庭进城定居的最大障碍是预期工作年限

太短。第二，对打算回家乡办厂开店的民工来说，工资的增加反而会导致他们提

前回家乡，从而减少民工供给。第三，民工中的技术工人预期工作年限较长，因

而具有进城定居的职业竞争力与经济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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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乡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迁移，这是各国现代化过程中普遍产生的现象。乡村劳

动力向城市的迁移包含两个过程。第一个过程是劳动力从迁出地转移出去，第二

个过程是这些迁移者在迁入地定居下来。而中国民工所面临的实际是：在完成第

一个过程后，他们并不预期能够完成第二个过程。“所以，中国的劳动力流动表现

出与其他国家类似过程的最大不同点：它是一个既有流出又有回流的过程。”（蔡

昉，2001）有的学者将上述过程称为“钟摆现象”。（周大鸣，2005）具体来说，

就是民工年轻时候外出打工挣钱，年龄大了以后回家乡务农、务工或经商。（李强，

2003） 
民工为什么会回流？对此，上述学者从两方面进行了探讨。首先强调的是以

户籍制度为代表的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体制的阻碍，其次是中国以长期承包为特

色的土地制度的影响。但笔者发现，造成民工回流的因素还包括劳动力供求年龄

结构的不匹配。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了追求自身经济利益，大量使用青年民工。来

自服装、玩具、制鞋等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外企的资料表明，企业中，35 岁以下职

工在全部职工中的比重高达 83.3%-89.6%。1这种青年型的用工结构造成了两个问

题。其一是青年民工（特别是 25 岁以下的女工）供不应求，出现民工荒；其二是

当这些普通民工进入中年后，绝大多数（2/3 到 5/6）因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工作机

会的大量减少而不可能在原务工地找到工作，造成民工中年失业，因而不得不返

回家乡。（章铮等，2005） 
在青年型的用工结构是既成事实的前提下，作为劳动力供给方的劳动密集型

制造业民工会如何决策，这就是本文试图解决的问题。  
                                                 
1 在分析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用工的年龄结构时，笔者使用的是 1995 年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的资料。在公开发

表的该普查资料中，每个行业的职工按年龄分为以下四类：小于 20 岁、21-35 岁，35-50 岁，51 岁以上。由

于没有公布更详细的年龄划分，（例如将 21-35 岁细分为 21-25 岁、26-30 岁、31-35 岁）因而笔者无法判断在

21-35 岁的职工中，比较年轻的（如 21-25 岁）占多大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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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影响民工决策的因素与分析的假设 
民工在进行决策时，需要考虑下列因素。 
影响因素一：进城务工的目的。 
如果进城务工的目的仅仅是增加收入，那么，民工决策会比较灵活。当城镇

就业困难、城镇务工收入下降或在乡工作收入增加时，民工可以回乡；而当城镇

就业形势好转、城镇务工收入增加或在乡收入减少时，他们又会再度进入城镇。

（白南生等，2003）工作岗位或务工收入的持续年限，不是他们决策时必须考虑

的问题。 
学者进行的多次问卷调查表明，民工中相当一部分人是希望在务工所在城市

中定居的。（王奋宇等，2001；李路路，2003；曾旭晖等，2003；李强，2003）定

居意味着民工必须在城市购买或长期租用住房，从而必须支付一大笔成本。定居

还意味着民工的子女必须融入所在城市，而融入城市的最好办法就是不间断地在

城市接受中小学教育。因此民工一旦把定居作为进城务工的目的，就不得不从长

期乃至生命周期即一辈子的角度来考虑定居城市所需的支出与收入。在收入方面，

他们不仅要考虑收入水平的高低，而且还要考虑工作岗位或务工收入的稳定性与

持续年限。 
如下文所证明的，在现有条件下，对没有在务工过程中转变为技术工人、管

理人员甚至民营企业老板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一般民工来说，他们在务工所在城

市定居的概率是很小的。如果这些民工不甘心在中年失业后回乡务农，比较现实

的选择是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苦干几年挣点钱，回家乡办个接近个体经营的小厂

小店。办厂开店不仅意味着就业不再受制于人，而且还意味着有能力成为家乡的

城镇居民，从而改善自己的社会地位。 
回流民工中有多少人办厂开店？不同学者在乡村所做调查的结果相差很大，

高的占回流劳动力的 2/3，低的只占回流劳动力的 2.7%。（白南生等，2003）但上

述资料只表明学者在乡村调查时，当时尚有多大比例的回流民工在办厂开店，它

没有包括那些回家乡后办过厂、开过店的经营失败者，也没有包括那些携资回家

乡后因觉得条件不具备而放弃办厂开店的打算者。而对民工决策产生直接影响的，

不是他们回家乡后是否办厂开店，而是他们在务工期间为回家乡办厂开店积累资

金、以及积累足够的资金后离城回乡的行为。而在中国人民大学对正在城镇务工

和返乡农民工进行的最新调查中，表示有一定积蓄后就返乡的农民工比例占

39.07%。（朱信凯等，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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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 月在广东若

干鞋厂对民工作

了问卷调查。调

查中民工对最初

外出务工与目前

继续外出务工原

因的回答如表一

所示。（可以同时

选择最多 3 项）

在民工继续外出

务工的原因中，

“希望挣够了

钱，将来回乡做

生 意 ” 高 达

74.7%，居首位，

比居第二位的原

因“见见世面，

寻找更好的发展

机会”（占 33.6%）高出 40 个百分点以上。可见，在民工对周围环境与自身能力

有比较清醒认识的条件下，务工期间为回家乡办厂开店作准备，应该是他们相当

普遍的行为。 

表一：广东部分鞋厂职工务工原因分析（%） 

 

最初外出

务工原因 

继续外出

务工原因 
务工原因选项 

在农村生活不困难, 外出多挣点钱 38 19

见见世面, 寻找更好的发展机会 78.1 33.6

在农村生活困难, 外出谋生  21.8 10.5

8.7 13.6孩子上学，学费要靠打工才能挣出来

9.9 11.9村里人情世故太多，存不住钱 

16 25喜欢城市里的生活 

10.8 28.8希望挣够了钱，将来在城里安家 

36.9 74.7希望挣够了钱，将来回乡做生意 

15.4 31.2希望挣够了学费，到城里学一门技术

家乡封闭保守, 思想不解放 5.2 10.3

别人都出来了, 受别人影响 21.6 10.1

16.5 3.7原以为打工很轻松 

9.9 2.1不想在学校念书 

10.7 23.6除打工之外也没有别的事好做 

本问卷调查共涉及 733 个样本。 

回家乡办厂开店同样需要民工从长期的角度作决策。这不仅因为为办厂开店

积累资金需要民工多年的努力，而且因为办厂开店除了资金外，还需要体力与脑

力的投入。外出务工时间过长、回家乡年龄偏大，对办厂开店不利。因此，打算

回家乡办厂开店的民工一旦挣够必需的资金，往往立即回乡。 
影响因素二：决策时点。 
在面对着上文给出的增加收入、在务工城市定居、为回家乡办厂开店积累资

金 3 个选项时，民工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自身发展的预期。现实生活中，

也确实有少数民工能够实现垂直流动，成为技术工人、管理人员甚至民营企业老

板。某一民工能否实现垂直流动，需要一定的条件，包括他自身的努力程度与适

应城市环境的能力，以及务工环境与机遇。在最初进城务工时，民工并不清楚自

己是否具备这样的条件。他们对自己的未来，往往有美好的憧憬。表一表明，民

工最初外出务工的原因中，“见见世面, 寻找更好的发展机会”高达 78.1%，居首

位，比居第二、三位的原因“在农村生活不困难，外出多挣点钱”（占 38%）与

“希望挣够了钱，将来回乡做生意”（占 36.9%）高出 40 个百分点以上。但务工

若干年后，一部分民工实现了垂直流动，其余民工对自己是否具备垂直流动的条

件也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表现在表一中，就是继续务工的原因中，选择“见见

世面, 寻找更好的发展机会”的民工大幅度下降到 33.6%。 

另一个与决策时点有关的因素是民工的婚姻状况。结婚并已经生育子女的民

工有后顾之忧，因而与未婚民工相比，决策时往往会作比较稳妥的选择。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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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进行选择时，往往更多地考虑对子女发展前途的影响。 
考虑到上述因素，在对民工决策进行分析时，笔者假设如下： 
假设一：决策单位是民工家庭。家庭中，夫妻双方均为民工，且均为劳动密

集型制造业的一线工人。 
假设二：民工夫妻的务工经历，使得他们认识到自己在城市只能从事劳动密

集型制造业一线工人的工作。 
假设三：决策的时点是妻子生了孩子后身体恢复到可以继续从事劳动密集型

制造业工作之时。 
假设四：决策所涉及的时期从决策的时点开始，到民工夫妻同一年达到退休

年龄为止。换句话说，假定通过参加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方式，民工夫妻达到

退休年龄以后的生活是有保障的，因而他们不需要为达到退休年龄后的生活而储

蓄。 
假设五：在务工城市中，该家庭夫妻双方或者同时务工，或者同时失业，（即

排除一方有工作、另一方没有工作的情况）且没有除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以外的其

它工作机会。 
假设六：民工没有失业保险或最低生活保障。因而在达到退休年龄、可以享

受养老保险之前，民工失业后收入为 0。 
假设七：由于行业用工的年轻化，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民工在没有达到退休年

龄之前，就会失业。 
假设八：在能够维持自身最低生活水平的前提下，民工家庭根据子女发展前

途，来进行选择。 
民工家庭可能的选择有三种。它们分别是：在务工的城市定居；回家乡办厂

开店，成为家乡所在城镇的居民；务工挣钱后回乡务农。从子女发展前途考虑，

如果条件允许，在务工城市定居是最优选择，回家乡办厂开店次之，回乡务农是

最差的选择。所以，民工只要有在务工城市定居的经济能力，就不会选择回家乡；

只要有可能回家乡办厂开店，民工就不会选择直接回乡务农。 

三  模型的构建 
本文所构建的模型，是从托达罗模型发展而来的。 
在其名篇《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迁移模式与城市失业问题》（Todaro，1969）

中，托达罗构建了一个模型。该模型分析的是影响发展中国家乡村劳动力向城市

迁移的主要因素，这与本文所关注的民工进城工作若干年后出现的中年失业问题

不是一回事。但托达罗模型又确实有可供借鉴之处。具体来说，托达罗模型中可

供借鉴的内容包括： 
首先是分析的出发点。托达罗模型是从乡村劳动力自身的角度来分析进城与

留在乡村的利弊的。他分析的是影响乡村劳动力移民决策的因素——如城乡实际

收入的差异与在城市中找到不同收入工作的概率，而不是他们移民后对城乡劳动

生产率或生产要素配置的影响。笔者的模型选择了与托达罗模型相同的出发点。 
其次是分析的内容。尽管托达罗模型中没有直接包括支出方面的变量，但他

模型中所分析的实际收入等于名义收入除以物价指数，比较城乡实际收入意味着

将城乡物价水平的差异考虑在内；此外，托达罗在计算移民进城的预期实际收入

时，还从中扣除了他们因进城重新安家而产生的固定成本。这些分析都反映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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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对移民决策的影响。受托达罗模型启发，笔者在模型中同时包括了民工的收入

与支出变量。 
再其次是分析涉及的时期。在分析实际收入时，托达罗所使用的指标是多年

实际收入的现值，这意味着托达罗把进城看作乡村移民的长期性甚至终生性决策，

将他们的收入视为各年收入的总和。尽管托达罗在分析移民进城后找到工作（或

找到高收入固定工作）的概率时，强调的是他们在找到上述工作之前的等待时间，

但多年实际收入与工作概率的概念，也可以用来分析中国民工的中年失业问题。 
以下，根据民工家庭的两种不同决策，笔者构建两种模型，并对它们进行比

较。 
1．模型一：民工在务工城镇定居的必要条件 
民工在务工城镇定居的必要条件可以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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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时期的取值范围从 0（决策时点所在年份）到n（退休前最后一个年份）。

根据假设七即中年失业假设，用t和T分别表示民工家庭预期有务工收入与因中年

失业而没有收入的时期。t的取值范围是(0,m)，因而m+1 是民工家庭的预期工作年

限。作为定居者，民工家庭当然希望工作到退休（即m=n）；但民工有没有工作取

决于企业，民工家庭对预期工作年限长短没有发言权。当民工家庭有务工收入时，

用Y(t) 表示按照不变价格计算的民工家庭在t时期的务工收入，Cu(t)表示按照不变

价格计算的该民工家庭同一时期在务工城镇中的日常生活消费。当民工家庭没有

务工收入时，用Cu(T)表示按照不变价格计算的民工家庭某一时期在务工城镇中的

日常生活消费。贴现率用r表示。民工家庭在 0 时期开始时拥有的积蓄用S0表示。

民工家庭在务工城镇定居所必需的一次性耐用品消费支出的现值用Cd表示。 
假设Cd只与民工家庭购买住房的支出Ph有关，则有 
Cd=Ph÷(1+r)t      (2) 
(2)式表明，民工家庭推迟购买住房，可以减少Cd。假如民工家庭在务工期间，

某些企业可能免费提供宿舍，则推迟购房不会因购房前的房租支出导致Cu(t)上升。

但企业的免费宿舍只会向本企业职工提供，因而假设企业向民工家庭提供免费宿

舍的时期以t≤m为限。 
2．模型二：民工回家乡办厂开店的必要条件 
民工为回家乡办厂开店积累资金的必要条件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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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Y(t)、S 的含义同上；Cu,c0 (t) 表示按照不变价格计算的该民工家庭t时
期的日常生活消费，消费可以同时在务工城镇（民工本人）与乡村（民工子女）

进行；在预期工作年限低于或等于m的范围内，民工家庭可以自行决定何时回乡，

(0,l)代表此前提下t的取值范围，此时l+1 是民工家庭的预期工作年限；K为民工回

家乡办厂开店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资金，K是一个定值。由于K的计算时点是t=l
年，因而需要将其折现。 

3．两种民工决策模型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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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务工目的不同，(3)式与(1)式存在下列差别。 
第一，作为进城定居者，民工即使在城市里找不到工作，全家也必须在城市

中消费。而如果不考虑进城定居，找不到工作就回家乡，民工就不会整年滞留在

城市。因此(1)式左边有因民工失业后全家在城市中消费而形成的

项，(3)式中则没有。 

∑
+=

−
n

mT

rT
u eTC

1
)(

第二，中国城乡之间在消费方面存在着比较大的差距。2004 年，全国城镇居

民年人均消费支出为 7182 元，全国农村居民年人均生活消费现金支出为 1754 元，

两者之比为 4.1:1。全国城镇居民中，收入最低的 10%家庭年人均消费支出为 2855
元，与全国农村居民年人均生活消费现金支出相比为 1.6:1。具体来说，几个民工

外出大省中，除湖南农村居民年人均生活消费现金支出水平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

8%外，江西、湖北、广西、安徽、四川、河南、重庆、贵州的农村居民年人均生

活消费现金支出水平分别比全国平均水平低 12.5%-53.2%。2正因为城乡消费支出

之间存在着较大差距，如果不打算在务工城市定居，把子女留在家乡可以大大减

少民工家庭的日常生活消费支出。因而有 
Cu(t)≥Cu,c(t)      (4) 
第三，(1)式中使用的是大于等于号，这意味着给定收入Y(t)、各项消费支出

Cu(t)、Cu(T)与Cd、以及期初积蓄S0，仅仅决定民工家庭在城市预期务工年限m +1

的下限。而(3)式中使用的是等于号，这意味着给定收入Y(t)、消费支出Cu,c(t)与资

金积累水平K，就决定了l的确切数值。换句话说，在(1)式中，m是自变量，在(3)
式中，l是因变量。 

四  分析结果 
从上述模型中，可以得出下列结论。 
第一，影响民工家庭进城定居的主要因素，是年收入Y(t)、预期工作年限m+1

与购房支出Ph。 
(1)式的几个自变量中，年收入的影响不言自明；民工日常生活消费Cu通常处

于几乎相当于务工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的低水平，可以视为常数。以下着重分析预

期工作年限m+1 与购房支出Ph对民工家庭进城定居决策的影响。 

先看预期工作年限的影响。随着 m+1 的增加，由(1)式中 项

所表示的民工家庭工作时期积蓄的现值会增加，由(1)式中 项所表示

的民工家庭失业时期日常生活消费的现值会相应减少，因而由这两项之和所表示

的按照生命周期计算的民工家庭收入会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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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使用广东省东莞市的有关资料进行了估算。2004 年，东莞市企业普通员

工（以民工为主）的月工资平均为 698.2 元。3假定民工一家三口，夫妻两人工作，

                                                 
2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5》，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38，339，358，365 页。 
3 资料来源：广东省统计局：《完善劳动力供求机制 保持经济社会平稳发展——珠江三角洲地区企业用工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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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都为 25 岁，独生子女年龄为 1 岁；夫妻将子女抚养到 18 岁；从现在开始 30
年后夫妻两人同时达到退休年龄，即n=29；每月人均日常消费开支仅相当于 2004
年下半年东莞市农村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月人均 300 元）；4根据假设八，

民工家庭进城定居是为了子女的前途，因而假定他们把子女带在身边；贴现率r
假设为 4%。在上述假定的前提下，令Y(t)为 698.2×2×12= 16756.8 元；在抚养子

女期间，Cu(t)或Cu(T)为 300×3×12=10800 元，子女年满 18 岁后，Cu(t)或Cu(T)
减少为 7200 元；S0=0。则民工家庭直到退休以前整个生命周期积蓄的现值

分别为： ∑∑
+=

−

=

− −−
n

mT

rT
u

m

t

rt
u eTCetCtY

10
)()]()([

情景一：令 m=9，即假设民工夫妻连续工作 10 年，工作到 34 岁，该现值为

-33682 元。负值意味着民工家庭整个生命周期的务工收入尚不足支付同一生命周

期的日常生活消费，因而该家庭根本没有在务工城镇购房的经济能力。 
情景二：令 m=19，即假设民工夫妻连续工作 20 年，工作到 44 岁，该现值

为 61809 元。 
情景三：令 m=n=29，即假设民工夫妻连续工作 30 年，工作到 54 岁，55 岁

退休，该现值为 126319 元。 
情景二、三中，民工家庭整个生命周期的务工收入的现值超过同一生命周期

该家庭日常生活消费的现值，因而民工家庭有一定的积蓄。这些积蓄是否足以在

东莞购房呢？2003 年，东莞商品房销售均价为 2911 元/平方米。5假定为了在城市

定居，民工家庭需要购买建筑面积为 70 平方米的住房，且房价保持不变，则在他

们在东莞购房支出Ph为 203741 元。(2)式表明，在t=m的条件下，情景二中民工家

庭在东莞购房支出现值的最低值为 203741÷(1+4%)19=96704 元，高于上述计算中

情景二的相应结果 61809 元；这意味着在满足购房年份t≤m的条件下，(1)式不可

能成立。而在情景三中，当t=13 时（由于此时m=29，t的取值远低于m），民工家

庭在东莞购房支出的现值就降低到 203741÷(1+4%)13=122362 元，低于上述计算

中情景三的相应结果 126319 元；换句话说，在情景三条件下，如果民工家庭将购

房时间推迟到t≥13、即该民工夫妻 38 岁后进行，就可以在满足t≤m的条件下使

得(1)式成立，因而具备在务工城镇定居的条件。 
再来看购房支出P 的影响。显然，房价越低，Ph h越小，民工家庭进城定居所

必需的工作年限也就越短。2003 年，东莞商品房销售均价为 2911 元。同年珠江

三角洲江门市商品房销售均价仅为 1521 元/平方米，6在江门购买建筑面积为 70
平方米的住房只需要 106437 元。如果前面对东莞进行估算的其它数据不变，只是

令Ph=106437 元，由于新的Ph低于上述情景三条件下民工家庭直到退休以前整个

生命周期积蓄的现值 126319 元，该民工家庭在起始时点t=0 就有能力购房。在上

述情景二条件下，当t=14 时（此时m=19），民工购房支出的现值就降低到 106437

                                                                                                                                            
查报告》，载《广东统计年鉴 2005》，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3 页。 
4 从 2004 年 1 月起，东莞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调整为：城镇居民每人每月 320 元，农村居民每人每月 300
元。资料来源：东莞民政信息网，2004 年 7 月 13 日。（http://www.dgmzj.gov.cn） 
  绝大多数东莞外来民工务工地点位于东莞农村，因而笔者选择东莞农村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作为民工

日常消费开支的参照标准。 
5 资料来源：《长江和珠江三角洲及港澳特别行政区统计年鉴-2004》，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53 页。 
6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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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4=61465 元，低于上述计算中情景二的相应结果 61809 元；因此，只要

民工家庭将购房时间推迟到t≥14、即该民工夫妻 38 岁后进行时进行，可以在满

足t≤m的条件下使得(1)式成立。 
综上所述，民工家庭进城定居需要同时满足包括年收入、预期工作年限与购

房支出在内的一组条件。对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民工家庭来说，他们进城定居的最

大障碍是预期工作年限太短。如前文所述，他们之中绝大多数只能工作到 35 岁左

右。估算结果表明，在上述情景一的条件下，如果m、Ph、r、Cu(t)与Cu(T)均不变，

且民工家庭在务工的最后一年即t=m时购房，则只有在Y(t)比现有水平增加 125%
——即月工资上升到 1571 元——的条件下，(1)式才能成立。如此大的工资上涨

幅度显然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无法承受的。 
第二，对打算回家乡办厂开店的民工来说，工资的增加反而会导致民工提前

回家乡。 
既然过短的预期工作年限使得从事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一线工作的民工家庭

不可能在务工城市定居，他们就只能够退而求其次，通过务工积累到必需的资金

后，回家乡办厂开店，争取成为家乡所在城镇的居民。 
如前所述，(3)式中l的取值只能小于或等于(1)式中m的数值。因而当l=m时，

民工家庭的资金积累达到最大值。由于不打算进城定居，民工家庭没有必要将子

女带进城市以适应城市生活，而中国城乡消费水平又存在较大差距，即如(4)式所

表明的那样，Cu(t)≥Cu,c(t)。因此，当l=m时，民工家庭资金积累的折现值应该大于

(1)式左边第一项的数值。 
但是，对打算回家乡办厂开店的民工家庭来说，务工资金积累的最大化并不

是他们的目的。因为办厂开店不仅需要资金，还需要体力与精力的投入。民工外

出务工时间越长、回乡年龄越大，身体状况越差，对民工回家乡办厂开店就越不

利。因此，笔者假设：打算回家乡办厂开店的民工家庭一旦挣够必需的最低限度

资金，就会尽快回乡。 
笔者同样根据广东省东莞市的有关资料，以最接近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实际情

况的情景一来进行估算。假设民工子女在乡村的日常消费支出为在东莞的一半即

150 元，因而Cu,c(t)为 (300×2+150)×12=9000 元；其它情景假设与变量同前。则

当l=m=9 时，K的折现值为 65431 元。假定该折现值代表了民工家庭回家乡办厂

开店所必需的最低限度资金。则有 
假定 Y(t)在现有水平的基础上提高 10%，则 l 从 9 减少为 6.9。 
假定 Y(t)在现有水平的基础上提高 20%，则 l 从 9 减少为 5.6。 
假定 Y(t)在现有水平的基础上提高 30%，则 l 从 9 减少为 4.6。 
经济学的一般原理是：在低工资水平的条件下，劳动供给量随实际工资水平

的上升而增加。但引入挣够资金尽快回乡的假设后，民工实际工资水平的上升会

同时带来两种变化方向相反的后果：一方面，会有更多的乡村劳动力从乡村进入

城市务工；另一方面，只要工资水平还没有上升到足以使民工家庭在务工城市定

居的地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原有民工中的一部分人，会因为挣得回家乡办厂开

店必需资金所需时间的缩短而提前回家乡。根据上述假定下的分析，这种提前回

乡，主要发生在夫妻年龄在 30 岁左右的民工家庭。 
第三，民工中的技术工人预期工作年限较长，因而具有进城定居的经济实力。 
在中国的现实生活中，除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外，还存在着技术工人密集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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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所谓技术工人密集型制造业，是指制造业的从业人员中，受过中等职业

教育的技术工人的比重，超过了没有受过上述教育的、高中文化程度及以下的普

通劳动者的比重。例如，到 2004 年年底，整个苏州工业园区的 120244 个员工中，

高中以下文化程度的正式员工占 23.4%，而具有中专技校文化程度的正式员工占

37.2%。此外，非正式员工占 10.8%，而非正式员工中的绝大多数是中等职业学校

当年的毕业生。7象这样的员工结构，就可以称为技术工人密集型制造业。 
目前，中国中等职业学校的在校生中，来自乡村的占绝大多数。他们属于高

层次的民工，因而笔者也对这类民工家庭的决策进行分析。 
技术工人工资水平比普通民工要高。根据苏州工业园区提供的资料，2004 年，

该园区技术工人年平均收入为 19588 元，75%的技术工人年平均收入在 16172 元

以上。 
技术工人的能力与工作经验有关。随着年龄的增长，工作经验日益丰富。因

而技术工人的工作年限大大高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中的普通民工，绝大多数技术

工人可以工作到退休。 
笔者用(1)式对苏州技术工人型民工家庭进行了估算。令m=n=29，即假设民

工夫妻可以连续工作 30 年，一直工作到退休；Y(t)为 16172×2= 32344 元；假设

民工家庭月人均消费为 600 元，相当于前面估算时所采用东莞农村居民最低生活

保障标准 300 元的 2 倍，苏州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260 元8的 2.3 倍，因而

在抚养子女期间，Cu(t)为 600×3×12=21600 元，子女年满 18 岁后，Cu(t)减少为

14400 元；S0=0。估算结果表明，(1)式左边各项之和为 231603 元。如果该民工家

庭在t=0（即他们 25 岁时）就购买建筑面积为 70 平方米的住房，他们能够承担的

房价是 3309 元/平方米。即使按照 2004 年苏州市区住宅预售均价（4691 元/平方

米）
9
计算，如果该民工家庭在t=9（即他们 34 岁时）购买上述 70 平方米住房，

他们购房支出的现值就降低到 4691×70÷(1+4%)9=230708 元，低于上述计算结

果。（231603 元）这意味着，夫妻均为技术工人的民工家庭具有进城定居的经济

实力。 
最后，笔者将从模型中得出的结论归纳为：首先，只要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基

本使用青年民工的局面不改变，面临着中年失业前景的绝大多数民工家庭就不可

能具备进城定居的经济能力。其次，实际工资水平上升有可能导致一部分无法定

居的民工家庭提前回家乡，估算表明，这主要出现在 30 多岁的民工身上。再其次，

发展技术工人密集型制造业是解决民工城市化的可能途径。最后，目前中国 25
岁以下民工（特别是女性民工）已经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情况即民工荒，民工荒意

味着青年民工的就业和收入水平可以依靠市场机制去解决；在此前提下，如果政

府希望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民工能够进城定居，就应该把工作重点放在解决这些民

工的中年失业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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